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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六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分析

马秋丽  张永怀

摘要： 虽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源不同，但二者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契合性。探究二者的契

合性可从“三重六维”视角入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层层递进的三

重契合，每一重契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三重契合共体现为六个方面，我们称之为“三重六维”。第一重

契合是理论本性的契合，主要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

格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的理论品格相契合这两个维度。这

种最宽泛层面的契合提供了二者结合的先决条件。第二重契合是精神气质上的契合，主要体现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思维上的相通与实践精神方面的神似这两个维度。这一层面的契合促进了

二者的精神接近。第三重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的契合，主要体现在民众观、

社会理想观两个维度，这一层面的契合构成了二者结合的深层理据。深入剖析二者的多维度契合，有助于

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与贯通，推进二者的结合与相互成就，在新时代谱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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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将其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第二个结合”并指出，尽管二者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

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②。“第二个结合”是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关系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树根深叶茂的富有深邃思考的重大理论命题，“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③，因而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
基于学界对“第二个结合”的相关研究，从学理上对二者之间的相互契合予以阐释，对于不断推进“第

二个结合”、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间的高度契合性是二者结合的内在基础和前提。“‘结合’的前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21&ZD008）；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22CZTJ04）、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研究培育项目“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文化叙事研究”

（22RWZD02）。
作者简介： 马秋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济南  250100； maqiuli@sdu.

edu.cn）；张永怀，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mengjian0919@163.com）。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8 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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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①。这种契合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

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

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②。马克思

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可以从多角度进行挖掘和阐发，就二者相结合的逻辑理路而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契合点并非平列等同，而是表现为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层层递

进的三重契合，其中每一重契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这三重契合共体现为六个方面，我们称之为“三

重六维”。本文将从“三重六维”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问题加以探讨。

一、第一重契合：理论本性的契合

第一重契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契合，这种最宽泛层面的

契合提供了二者结合的先决条件。二者的结合之所以能发生，正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

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开放、发展的理论本性之间相契合。难以想象，两个各自封闭的理

论体系能实现结合。两者之间的第一重契合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维度：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相契合

和而不同、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传承至今。史伯提出“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国语 ∙郑语》）③，孔子主张“和而不同”（《论语 ∙子路》），《礼记 ∙中庸》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精神，使得中华文化能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就文化起源而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

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巴蜀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共同构成了初创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文化的交

流互鉴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放包容还体现为始终遵照虚怀若谷的取向，对不同文明的优秀成

果积极吸纳镜鉴，博采外域。历史地看，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西方的数学、医学、地理学、地质学、

测量学、化学、物理学及诸多社会科学思潮传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逐渐被中华文化包容

吸纳，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文明是

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

‘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

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④由此可见，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使中华文化具备了长久的

生命力，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悠久文化。
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创造

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⑤。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创之时，便吸收借鉴了人类思想文

化的精华。19 世纪的三次重大科学发现，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提。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源泉。其次，马克思

主义的开放性突出体现为考察分析问题时的世界历史视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鲜明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的开放性，它超越了以往理论的狭隘视野，着眼于为人类求解放的目标，关注到包括中国在内的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8 页。
③ 文中出自《国语》《论语》《诗经》等传统经典中的文献皆采用文中夹注，如《国语 ∙郑语》《论语 ∙公冶长》等。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471 页。
⑤ 段妍：《“两个结合”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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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个国家、民族在整个世界历史中的发展。譬如，他对古代中国有一系列的论述，认为古代中国在

不久的未来将迎来“中华共和国”①的曙光。最后，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与

矫正上。恩格斯直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

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马克思主义是原则而不是教条的特质彰显了其理论本身的开放性，这使

得其没有陷入画地自限的窠臼之中，且为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向未来开放的诠解与实践的空间。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宗派狭隘性的科学理论，对各个民族和民族文化最不

具排异性，很容易在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广大人民中得到认同”③。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的理论品格相契合

革故鼎新、日新又新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诗经 ∙文王》所载的“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为后世儒家所推崇。反映两周抽象思维水平的《周易》，其主要精神是变易。其中的《革》卦和《鼎》

卦蕴含着因革损益、革故鼎新的深刻哲理和客观世界变化的某些法则。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乃变

革之大义，鼎新则预示新的生机。“日新之谓盛德”（《周易·系辞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

学》），“与时偕行”（《周易·乾·文言》），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日新又新的文化基因推

动中国传统文化从先秦诸子学不断发展为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乾嘉学派等

形态来展现其核心内容，但其中不变的是“日新又新”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

因革损益、革故鼎新过程中的寓常于变、常在变中的哲学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永续发

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④

发展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面对他们所处时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人类向何处去”的课题，基于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弊病的深刻认知，回应工人运动的现实需求和理论

需求，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人们打开了一条通往真理的科学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历来

反对把他们的理论予以教条化理解。马克思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

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

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⑤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

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⑥随着从西欧发源地向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

义在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与各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以实现自身的发展。
本土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并在各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时代化是

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回答新的时代问题，始终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过程。本

土化主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空间维度，时代化主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时间维度，二

者有机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列宁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科

学剖析，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论断，并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

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具

体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性，也必然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过程。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挖掘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具有的意义容量和理

论空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3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664 页。
③ 陈先达：《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 年第 6 期。
④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40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30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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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已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

中，成就了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国性”，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

化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学背景和诠释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前见”，成为了中国人诠解马

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理论前提。但只有理论前提还不足以充分解释二者的结合，还需从精神气质

的契合方面予以探赜。

二、第二重契合：精神气质上的契合

精神气质上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重契合，是二者结合的关键因素，

主要体现为二者辩证思维的相通与实践精神的神似这两个维度。
（一）辩证思维上的相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内涵、实质等多方面，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辩证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易》被称为“六经之首”，“易”之为名，与“变”内在相关，乃变易与不易的统一，所谓“易者不

易”，两者不可偏废，此正为辩证法的真谛。例如，《易 ∙系辞下》特别强调“变”，“《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里面包含变易及

其矛盾运动之原因。再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 ∙系辞上》）和“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 ∙第二章》），这些思想无不折射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重视矛盾及其统一性这一辩证思维的智慧。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变易的思想主要从宇宙观立论。《易 ∙系辞下》中“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

女构精，万物化生”，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 ∙第四十二章》），王充的“天覆于

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论衡 ∙自然》）等，都以气的变化运行建构起

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不易，就宇宙论而言，是“变易”之中包含的不易之规律与恒常的秩序。宇宙之

变易，流动不居，在这种变动中，有不变的运行秩序。正如《易 ∙系辞下》所言：“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

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在宇宙的生成变化过程中，日

月运行、四时更替的规律恒常不变。“变易”保证宇宙处于永不滞留的状态，“不易”确保宇宙变而不乱、

变而有常。变中有常，常而又变，昭显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观念，内在包含着由“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构成的基本脉络，显

示出辩证法赖以展开并完成自身的基本结构。宋儒朱熹《中庸章句集注》指出：“其书始言一理，中散

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①，这种由“一理”到“万事”的过渡，其实就蕴含着“一分为二”的内在结构，而

“万事复合为一理”，则是“合二而一”的完成。
马克思主义同样注重世界的变化发展及其规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

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

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②恩格斯指出：“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

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

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③马克思主义把一切事物和现象视为存在的过程，

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这与儒家“生生不息”的变易观念相契合。恩格斯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

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17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7 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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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①世界的生成和灭亡遵循着客观规律并处在不断变化中。
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指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对立及其相互转化。“除了

‘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②马克思指出：“两个

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③恩格斯认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

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④对于这一问题，列宁也谈到：“辩证法是一种学说，

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

的。”⑤在一定意义上，矛盾的对立面，既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辩证运动中不断消解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对倒立着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法的颠倒，为辩证法寻找到了全新的

原初基础即人的实践活动。易言之，在黑格尔的语境中，辩证法的“三一式”不过是逻辑的演绎，而在

马克思那里，则将其置于人的社会性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的内在结构的语境中予以诠释，辩证的

展开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地建构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

学说，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由此可

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观的深邃之处就在于从变化中看到发展，从发展中发现规律。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无不带着自己深受影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角，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辩

证法及世界发展观。从翻译、理解到自发意义上对二者结合的探索，再到自觉地将二者进行结合，其

关键理据是二者在辩证思维方面的契合。
（二）实践精神的神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精神或实践品格的共同重视，也昭示了二者精神气质上

的神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有极其重视实践或践履的精神气质。马克思主义强调理

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强调知行合一，二者的共同取向是确立“做”（实

践或践履）的绝对原初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中国古代关于“行”的探讨，有两种情况：一是指一般的

行为、活动。《尚书 ∙说命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荀子 ∙儒效》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

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皆指一般的活动。二是指道德行为。“践履”“躬行”

备受儒家强调和推崇。《论语 ∙学而》指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论语 ∙公冶长》指出：“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这里的“行”皆指道德践行。明代

王廷相《慎言 ∙潜心篇》提到，“笃行实践，以守义理之中也；改过徙义，以极道德之实也”，也是重视道德

践履。孔子学说的中心议题“仁”决定了“践履”这一实践精神构成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对于“仁”这

一核心概念，孔子从未下过确切定义，不同学生问“仁”，同一学生不同场景中问“仁”，孔子的回答并不

相同。孔子的学生不是从概念的角度去问，而主要问怎样成为仁人，即如何行仁、践仁。孔子每于日

常生活处灵活指点，使弟子因所处之境反思意会，仁只有在仁德的实践中才能呈现、体悟、感知。所

以，孔子的回答是告诉他们行仁之方法、工夫、修为，由此可见孔子对践履的重视。宋明儒的学问，讲

本体必讲工夫，本体工夫一体两面，就是沿袭先秦儒学的传统。梁漱溟直称孔子“所谓学问就是他的

生活”⑥。在牟宗三看来，“广义地说，东方的形而上学都是实践的形而上学（practical metaphysics）”⑦。
儒家的实践性最为突出。崇“践履”倡“躬行”的取向，看重人的亲在性，决定了它必然重视“现世”。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98 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2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09 页。
⑤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111 页。
⑥ 《梁漱溟先生讲孔孟》，李渊庭、阎秉华整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4 页。
⑦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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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 ∙述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先进》），或者如《庄子 ∙齐物论》所言“六

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强调的都是人的当下的生活即对现世的重视。
儒家强调“行”的优先性，还体现在言行关系和知行关系上。在言行关系上，儒家更重行。孔子曾

因学生宰予而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

语∙公冶长》）。《论语》中的相关记载比比皆是，如“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论语 ∙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 ∙里仁》）。再如，《礼记 ∙中庸》所言“庸德

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亦是重行。“行

难，常常做得不够，所以需要勉励自己力行。言易，常多余，所以应警戒自己不要多说。做到言行之间

互相照应，方可称得上笃实的君子。”①知与行，是中国哲学关于认知与实践关系的哲学范畴，“知”是指

做人做事的道理，指向人类的道德法则。“行”是指道德践履。在知行关系上，儒家强调行的优先性，更

侧重于道德践履即实践中的“体认”“亲知”。后世儒家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尽管在知行观方面存在

差异，但重视实践精神的思想特色却一以贯之。正如王夫之《四书训义》所言，“知而不行，犹无知也”②。
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最根本的标志。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以寥寥千言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彰显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

界”③的实践品格。从实践出发，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的本质，主张把社会生活

当作实践去理解。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

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

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实践在整个社会生活及其矛盾运

动中的变革作用，“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

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从而形成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在一定意义上，实践在马克思那里不

仅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概念基石。马克思自称自己的学说为“实践的唯物主

义”⑦，在其论著中，几乎找不到定义性的文字，有的只是关于哲学式的实践的主张。质言之，马克思

的千言万语无非是让人回归到自己的“亲在”状态。
马克思尤其强调“实践关系”对于“理论关系”的优先性。“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

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

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⑧他本人就不是坐而论道的思辨哲学家，而是起而行之的

实践家。马克思关注现世，他“寻求的这种‘现世性’归根到底是由人的亲在得到的人的在场性来保障

的”⑨。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⑩他先行地确

立实践是实现“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这一目标的初始立场。恩格斯也谈到：“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

在社会改造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力量，归根结底在于“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毛泽东所

① 马秋丽：《孔子的语言哲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
② 《船山全书》第 7 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 年，第 40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6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9—14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5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55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4 页。
⑨ 何中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文史哲》2018 年第 2 期。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 页。
 《恩格斯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9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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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正是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使马

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变成了令人信服的“物质力量”，从而达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能力的明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践履和经世致用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神似，显示出“东圣西

圣，心同理同”②的旨趣和精神气质上的契合。

三、第三重契合：价值观上的契合

二者之间的第三重契合是价值观上的契合。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性是二者能够相结合的内在理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

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

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③二者之间价值观上的契合，主要体现在民众观和社会理想观这两个维度。
（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民众观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契合

《尚书》中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

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这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百姓为国家根本，视民心向

背为国家兴衰的决定力量，尊重百姓意志，体恤百姓、依靠百姓的民本思想。儒家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为

重民、养民、富民、教民等方面。《论语》中五十多次提到“民”，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 ∙学而》），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 ∙雍也》）等。对于民，孔子的态度主要是同情、体谅、关爱和保护。《论

语》中从没有出现孔子告诫、斥责或谴责百姓的内容，他认为，即使天下大乱，也不该归罪于百姓。在孔子

看来，百姓若是受苦受难，只能怪罪统治者，统治者对“民”应该承担起“庶之、富之、教之”的责任与义务。
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贵君轻”思想，并对孔子的“庶之”

“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思想做了进一步阐发。在孟子看来，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皆为民设，君也

为民设。因此，君应该“保民”，认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 ∙梁惠王上》）。如何保民呢？第一，

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

∙梁惠王上》），应当使“民有恒产”。第二，“推恩”于民。第三，“使民以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孟子 ∙梁惠王上》）。第四，“薄其税敛”。“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 ∙尽心上》）。第

五，富而后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 ∙梁惠王上》），“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

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滕文公上》）。现在看来，以上五种措施，都着力于民生方面，若能

很好地实施，民众完全可以过上富足且有教养的生活。另外，《荀子 ∙大略》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

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 ∙哀公》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礼记 ∙大学》的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都是对民本思想的发挥。《管子 ∙治国》的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文子 ∙上义》的“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等，将重民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成为宝贵精神财富。
民为邦本的理念与为政以德密切相关，自然相连。殷周易代之际，鉴于殷商灭亡的教训，周人发动

了一场以“疑天”“敬德”“保民”为核心的政治革新。他们认识到，国运长久不在于祭物的丰厚与祭祀的

虔诚，而在于统治者“宜民宜人”护佑人民安居乐业的努力。“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 ∙蔡仲之命》）逐

渐成为周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提出“为政以德”“道之以德”（《论语 ∙为政》）

的治理思想。孟子将孔子的核心概念“仁”与“德治”思想进行融合，发展为仁政民本学说，影响深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471 页。
②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5 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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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

放为己任，以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我们选择了最

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①，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现实的人及其解放。正

如伯尔所言，“女售货员没有马克思，至今还得为其八小时工作制，为其自由的下午，也许也为其自由的

礼拜天，为其在工作时间偶尔坐坐的权利而斗争”②。恩格斯也非常关心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状况，他

曾经用 21 个月的时间，直接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愿望、痛苦以及欢乐，并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

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③

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来考察历史的创造者，把人民群众放在至高

无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

程相一致。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具有变革

旧的生产关系愿望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的总

体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结局。人民群众是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是改变现实创造理想社会的主要力量。
以上的考察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众的重视、体谅、关爱，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生活中的童

工、女工等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众的关心有着高度契合，在顺应民意和民众意愿决定历史发展方向

方面也有着很强的一致性。不可否认，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君主制之下的民本，并不是现代意义上

的民主。但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重民惠民利民的朝代大都政治清明，百姓富足。反之，草菅人命、

视民如土芥的朝代则政治昏聩，百姓罹难。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则是把群众视为历史创造的主体，

毛泽东将其表述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虽然“民为邦本”的思想与群众史

观存在差异，但二者依托百姓、依靠百姓、为了百姓等价值取向却具有相通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

是秉承群众史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民思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基本方

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⑤这正是新时代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相结合的鲜明体现。
（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

道合志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存在高度契合性。二者“都包

含着对理想社会的诉求，而且在理想社会的原型上具有某种同构性”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

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美好夙愿。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很大相似性，它既符合中

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又增加了中华民族对共产主义的认同感。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 ∙礼运》，道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大道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

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在大同思想

的语境中，人类社会反对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其中，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体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459 页。
② 《伯尔文论》，袁志英等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 7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38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31 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6 页。
⑥ 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270 页。

16



“三重六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分析

对物质上充裕的追求。“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彰显了天下为公

的理想，是物尽其用又不归私有、百姓尽心尽力又不必谋求一己之私的为公境界。“是故谋闭而不兴，盗

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呈现的是理想社会中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境界。这样的社会

理想成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美好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适宜栽培共产主义思想的天然土壤。
大同社会还特别关注社会关系的和谐，呈现出讲信修睦、守望相助、各得其所等诸多美好景象。

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是大同社会的核心理念，旨在达成社会关系和谐、邦交和睦、世界和平。“和平、

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

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①就社会关系和谐而言，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冶

长》）的志向，呈现出的就是家庭关系的和睦、群己关系的和谐。孟子也论述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 ∙滕文公上》）的理想社会图景。大同理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理想社会的集中表达，以“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 ∙礼运》）展望了人们各得其所、各安其乐的和谐

景象。就邦交和睦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国与国之间理应“怀仁义以相接”（《孟子 ∙告子下》）。
邻国相交之道体现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 ∙梁惠王下》）。小国要仁

政爱民，与民同心，捍卫国家。大国则要行仁政王道，有驾驭其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道德能力。就

实现天下太平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仁政王道，避免战争，追求和平。孔子明确表示：“桓公九

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 ∙宪问》）可见，正是着眼于管仲以外交手

段避免战争的功劳，孔子对管仲才有“如其仁！如其仁！”的肯定性评价。孟子“贵王贱霸”，力图改变

“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孟子 ∙离娄上》）以及列国交争、恃强凌弱的社会现实，推行“天下有道，

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孟子 ∙离娄上》）的王道理想。荀子倡导“义立而王”（《荀子 ∙王霸》），认为

“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荀子 ∙正论》），也体现了对捍卫仁义、

天下归心的王道理想的推崇。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

制。”②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将实现社会直接占有，自由平等的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生

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相适应，共产主义社会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和管理。由于全社

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生产、共同分配产品，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成了

直接统一。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个人利益在社会利益中得以实现。这与大同社会

理想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 ∙礼运》）有着异曲同工

之处。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无产阶级彻底推翻了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和阶级对立，建立起共产

主义制度，使人类社会进入自由王国。自由王国承载着无产阶级的诸多美好愿景，“在共产主义社会

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

所能，按需分配！”③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图景中，“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

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

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

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④。可

见，共产主义价值指向的物质层面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实现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

制的社会。共产主义价值指向的社会层面体现为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将会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5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64—36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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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阶级剥削和压迫将不复存在。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机器也将随之消亡，人类社会第一次

作为统一的社会而存在和发展，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战

争将不复存在。大量的资源将从军事活动中解放出来，造福于全社会，人类将真正过上和平安宁的

日子。共产主义价值指向的精神层面体现为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服务和奉献。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

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那时，人

摆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对“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商品经济条件下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了人的

“自由个性”的发展。
诚然，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有一定的空想性质，而共产主义理想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尽管如此，由上述考察可以看出，二者对理想社会的诉求是相契合的，在理想社会原型上存在某种

同构性和天然的亲和性。二者均立足于人的“在场性”谋求现世的幸福，既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

产品的丰富，又重视社会关系的和谐，都主张避免或消除战争，皆以实现公天下为社会理想。对于人本

身，“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

看作孤立的个体”②。二者都追求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些契合减少了

二者之间的生疏感与排异性，顺应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的许多学者比如朱谦之、江亢

虎、景定成、蔡和森、梁启超、蔡元培、郭沫若、钱穆、吕思勉、窦宗仪、邬昆如等，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马克

思主义与大同社会的一致性。他们从不同角度论及大同社会的理想与社会主义理想的“暗合”“互相印

证”“勾连”“亲和”“相通”“某种一致”，指出大同社会的理想是近代中国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

因③。中国人对大同社会的诉求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契合，不仅在事实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的深厚而适宜的文化土壤，也将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层面的融通。

四、结语

综上，我们呈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三重六维”的高度契合性，探究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基础和前提。所谓三重契合，第一重契合是

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契合，这种最宽泛层面的契合提供了二者

结合的先决条件。第二重契合是精神气质上的契合，这种契合促进了二者的精神接近。第三重契合

是价值观上的契合，这种契合构成了二者相结合的深层理据。所谓六个维度，是指三重契合主要体现

在六个方面。第一重契合主要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

理论品格相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文化基因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性的理论品格相契合这

两个维度。第二重契合主要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思维上的相通与实践精神

方面的神似这两个维度。第三重契合主要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民众观、社会理

想观两个维度的契合。三重契合在逻辑理路上层层递进，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提供了内在基础和前提，不仅在事实层面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百年探索和实践过程，而且有助于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

中，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与贯通，更加深入地推进二者的结合

与相互成就，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新时代谱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647 页。
②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③ 转引自何中华：《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第 271—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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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e Levels and Six Dimensions： An Analysis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 Qiuli Zhang Yonghua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Abstract： Marxism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different origins， but they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each other.  The main innovation of the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intrinsic found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riple levels and six dimensions”.  Specifically， in 
the “triple levels and six dimensions”， the triple levels refer to the compatibility in theoretical nature， 
spirituality， and values， and the six dimensions refer to the two key perspectives of each level.  The 
first level is explored in terms of the compatibility in theoretical nature， which involves the fitness 
between the open and tolerant cultural gene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opening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Marxism， and the fitness between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al genes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al nature of Marxism.  This is because theoretical 
systems that are closed， narrow， and exclusive to individual nations and national cultures are difficult 
to recognize by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 cultural backgrounds.  Thus，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wo on the broadest level of their theoretical natures provide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combination.  
Second， the compatibility is explor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he spirituality，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on the one hand， similarities in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be found betwee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arxism in terms of the connotation， foundation， and sub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pirit of practice or 
practical temperament，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Marxist theory that emphasizes the inner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re is a similarity in the spirit of practice.  This level of fitting promotes 
the spiritual proximity of the two and is a key factor in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ird， the 
compatibility is analyzed at the level of values，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the 
people’s view and the social view.  Specifically， although the two were created at different times an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the people-oriented ideology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ch as the 
people as the basis of the state， is compatible with the historical view of the masses and the pursuit of 
an ideal society， such as the world for the common good， has a high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with 
communism， which is the intrinsic rational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ompatibility will integrate the essence of Marxism with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dvance 
the combination and mutual achievement of the two， constantly opening new chapter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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